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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阴阳秩序

卢云峰　 吴　 越

［摘　 要］ 　 本文试图探讨乡村治理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传承与变迁，这套逻辑包

含了属阴的宗教信仰和属阳的儒家伦理规范两个面向。 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存在一阴

一阳两个操作系统，阳面是儒家伦理，阴面则是神道设教；宗教信仰和伦理规范的内在

一致性构建了一种阴阳和合的治理秩序，并促成了贯穿国家与乡村的教化之治。 而在

现代中国，现代化使得神道设教基本崩解，乡村治理体系从阴阳和合到阴阳二分，这也

成为当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之一。 为此，国家尝试以产业化、非遗化和场所合法化等制度

性方式重新吸纳民间信仰；与此同时，地方社会自发的民间信仰复兴也有效地激活了乡

村治理的文化资源，其关键在于这种复兴所激发的地方自主性正是乡村共同体形成内

生秩序的基础。 本文认为，乡村治理应当继续赋予民间信仰等乡土文化发展的空间，从
而发挥其低成本治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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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道设教与文化逻辑：乡村治理的“阴”与“阳”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现国家善治的重要环节。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要实现这一

善治的愿景，就必须将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秩序与自下而上的乡村内生秩序结合起

来（贺雪峰，仝志辉， ２００２；赵春兰，２０１９）。 既不能以单向度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来取

代乡村的内生秩序，也不能脱离国家大共同体来实现乡村的独善其身。 乡村治理不

仅需要行政与法律的介入，也需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思考。 乡村的经济发展与产

业现代化并不能自动带来善治，而单纯的行政干预也只能带来表面的“治”，却无法

塑造内在的“善”。 只有深入挖掘乡村秩序背后的文化逻辑，并理解其在现代化过程

中的嬗变，我们才能找到乡村治理的问题根源与前进方向。
文化在汉语中的本义是“文治教化”，这其实与治理的概念是相通的。 在传统中

国，乡村社会的活力有序所依靠的就是一种教化之治，即不以制度权力强行规定民众

的生活方式，而是以政教风化实现厚民生、淳民风、化民俗的目标。 这种治理之道不

仅因顺应乡村内生秩序而具有低成本的优势，而且其运转方式巩固了家国一体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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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性，最终使“皇权不下县”但乡村“垂拱而治”成为可能。 实际上，教化之治的本质

就是以文化作为治理的方式，这里的文化是以终极观为核心的文明共享意义系统，它
塑造人的心智结构，框定社会价值观和伦理行为规则，维系着社会的良性运行（景怀

斌，张善若，２０２１）。 而传统中国的终极观念和意义系统突出体现在由儒家伦理和民

间信仰所组成的秩序体系中，这一体系以儒家的“神道设教”思想为基础，正所谓“圣
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神道设教”将对“天 ／天道 ／天命”的崇拜作为事实上的“国家宗教”，通过“天
命”的超自然力量为整个国家的伦理政治秩序奠下基石，将地方的民间信仰统统吸

纳进来，并通过民间信仰的公众性成为传统政治制度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最终形成

了政治伦理与信仰教化相耦合的秩序体系（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１３０ － １３８；范丽珠，陈纳，
２０２１）。 这套教化秩序的背后是一套以儒家伦理为“阳”、以民间信仰为“阴”的文化

逻辑，它将属于人道的伦理与属于神道的信仰结合在一起，以神道之信仰设人道之教

化，从而构建起阴阳和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尽管皇权不下乡，但神道设教保证了传统

中国乡村社会的有序运行。
然而，随着现代化带来的冲击，这套阴阳和合的治理体系在现代中国面临崩解，

乡村治理也随之陷入困境。 一方面，乡村的内生秩序仍然围绕着阴阳和合的文化逻

辑而运转，伦理规范与风俗信仰一直是乡村社会维系生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核心方

式；另一方面，国家的神圣性隐匿在世俗取向的主流价值观之下，教化之治的文化逻

辑让位于现代制度的政法逻辑，乡村社会的传统伦理和民间信仰曾一度被视为“封
建迷信”，从乡村治理的文化基础转为乡村治理的革除对象。 乡村维系自身的文化

逻辑在现代制度中缺乏合法性，这就造成了乡村的阴阳秩序在地方知识和国家建构

中的二分。 这种阴阳二分使乡村社会陷入文化张力和治理困境，无论是庙宇祠堂的

拆建轮回，还是民俗仪式的屡禁不止，都表明革除传统的片面现代化只会适得其反

（陈进国，林敏霞，２０１６：１９５ － ２１５）。 当前，传统伦理与民间信仰正在重新获得制度

化的认可，尤其是属于“阴”的民间信仰被逐渐纳入合法化的进程，喻示乡村的善治

之路再次回归其原有的文化逻辑（陈进国，２０１８）。 但是，如何理解现代乡村社会治

理的文化逻辑，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因此，本文试图探讨乡村治理的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传承与变迁。 这套逻

辑包含了阴和阳两个面向，其中阳的一面是指社会生活中的儒家伦理规范，阴的一面

是指宗教生活中的信仰仪轨。 那么，在由阴阳关系所构成的文化逻辑中，传统中国的

乡村治理何以凭借阴阳和合而运转无碍，又是如何凭借这套治理的文化逻辑实现了

国家治理和乡村自治的一体化？ 随着现代化的变迁，这套文化逻辑如何失去平衡而

形成阴阳二分，从而导致整体性的乡村治理困境？ 最后，为应对这一危机，国家和民

间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尝试再度整合阴阳关系，通过恢复乡村治理的文化逻辑来促成

新时代的乡村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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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乡村的阴阳和合与教化之治

（一）神道设教与阴阳秩序

从本质上来讲，传统中国的神道设教体系就是一套阴阳和合的阴阳秩序，它将中

国人的自然观念与超自然观念、社会秩序与神圣秩序统一在一起，从而实现了中国社

会的文化整合。 这里的阴阳和合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地方小共同体内部的宗教—
伦理体系，即神鬼祖先的信仰体系与孝悌仁义的伦理体系之间的相互建构；其二，国
家大共同体层面的宗教—伦理—政治体系，即将地方的宗教—伦理体系拓展到国家

政治秩序层面，形成一种吸纳民间信仰和地方伦理的官方信仰和正统伦理，实现国家

治理与地方自治的统一。 进一步来说，这两个层面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以神道设教

化之治”虽看似是国家层面的顶层建构，但实则顺应地方社会的内生秩序而成，地方

秩序的实现也需要国家制度的认可和保障。
杨庆堃所提出的“混合宗教”概念正适合于描绘神道设教所构建的阴阳秩序。

杨氏认为，宗教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独立宗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它有自己的神

学、仪式和组织，独立于其他世俗的社会制度，有其独立的观念和结构性系统，主要包

括巫筮崇拜、教派和佛道教等；另一种是混合宗教（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其神学、仪式和

组织与世俗社会密切地混合在一起，主要包括家族的祖先崇拜、行业神崇拜、村庄的

土地神崇拜和国家的天命崇拜等（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２９６；卢云峰，２０１９）。 也就是说，混
合宗教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宗教纽带与世俗纽带（如血缘、地缘等）的混合，因而以

祖先崇拜（宗祠）与土地神崇拜（村庙）为代表的民间信仰可谓混合宗教的典型。
神道设教的阴阳秩序建立在混合宗教与儒家伦理的密切关联之上，以祖（祖

先）、社（土地神）、天（天命）崇拜为代表的混合宗教虽早于儒家伦理，但由于儒家伦

理也以自然纽带所焕发的自然情感为基础（缘情制礼），因而两者有着一致的混合

性，即自然纽带与精神（价值）纽带的和合性，且混合宗教与儒家伦理一起影响着传

统中国的政教风化和人心秩序。 杨庆堃认为，与基督教作为西方道德之来源不同，混
合宗教本身没有独立的伦理价值，而是取决于世俗制度的伦理价值，但它可以强化这

种伦理价值。 例如，祭祖神学没有从超自然观念中演化出独立于亲属伦理的道德体

系，但它为儒家所设计的亲属伦理观念提供了支持。 在祭天的国家仪式中，儒家价值

观确定了政治权力的道德和社会涵义，并且相信上天和相关的神灵会予以赞同和支

持。 天命是一张白纸，儒家学者们在上面写下了道德内容（Ｙａｎｇ，１９５７）。 然而，杨庆

堃也注意到，混合宗教背后的灵魂信仰也是儒家伦理价值的来源之一。 祖先崇拜源

自对灵魂存在的信仰，而土地神的崇拜是出于对灵魂存在回归之处的信仰，天的崇拜

则是灵魂信仰的最高形式。 若不是相信灵魂和生者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则自然纽

带的联结作用就会随着人的死亡而失去意义。 从这一角度来说，混合宗教实质上就

·７９·第 ３ 期　 　 　 　 　 　 卢云峰等： 乡村治理的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阴阳秩序



是对自然纽带之现世性、生物性的超越和升华，而儒家学说正是建立在对古老民间信

仰的吸纳和改造之上（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５０ － ５３；卢云峰，吴越，２０１８）。 例如，儒家伦理将

祭礼所呈现的“忠信爱敬”之德视为人类自然情感的表达，无论是君子将这种情感导

向理性之人道，还是百姓将其导向非理性之鬼事，只要做到“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

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秩序乃至政治秩序就能得到保障。
总体而言，混合宗教的“祖、社、天”与儒家伦理的“家、国、天下”形成呼应，共同

缔造了阴阳和合的神道设教秩序。 这一社会秩序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既是基层社

会从共同体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内生秩序，又是国家顺应和吸纳基层秩序并加以改造

而成的建构秩序，即统一了基层自治与国家治理。 这种统一正是中国文明延绵不绝

的关键，且它不是靠政治逻辑、法律逻辑、军事逻辑实现的，而是靠文化逻辑实现的。
（二）宗教伦理体系与乡村教化之治

若我们以阴阳秩序的视角来看待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就会发现每一个家庭、宗
族和村庄都是一个宗教组织和场所，宗教生活混合于日常生活，人们普遍生活在一个

神圣秩序和人伦秩序相结合的文化结构中。 因此，传统乡村教化之治的文化逻辑，就
是构建宗教与人伦相结合的阴阳秩序。

从文化观念的层面来说，这里的阴阳秩序主要体现在神、鬼、祖先所构成的超自

然观念体系与传统乡村社会概貌的联系上。 武雅士认为，在这个概貌中最为突出的

首先是官吏，代表皇帝和帝国，其次是家庭和世系，最后是各不相同的陌生人、局外

人、土匪和乞丐（Ｗｏｌｆ，１９７４：１３１ － １８２）。 官吏成为神，世系长老成为祖先，危险的陌

生人则是以鬼的形式出现。 在更一般的水平上，祖先和神明都被当作神，代表生产性

的社会关系，而他们的灵性对立面———鬼，则代表危险的和潜在毁灭性的社会力量。
桑高仁则更直观地将中国人的世界构造分为“阴与阳”两个部分，两者的媒介物是

“灵”，人所在的世界是“阳”，而神鬼祖先所在的世界则是“阴”，当我们说超自然存

在“显灵”的时候，就是指它们拥有沟通阴阳的能力（Ｓａｎｇｒｅｎ，１９８７：１３２ － １４５）。 他进

一步指出，这种名为“灵”的超自然力量可以被理解为是关于“象征符号之关系”的文

化逻辑的展现，以及关于“社会关系之物质性运作逻辑”的一个外显的形式，即阴阳

秩序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基本组成模式（社会逻辑）”和“象征符号世界的内在逻

辑（文化逻辑）”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结性（ Ｓａｎｇｒｅｎ，２０００：４）。 王斯福（２０１４：１０９ －
１３６）则以“帝国的隐喻”来揭示宗教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结构相似性。 他认为神是国

家这一权力体系的一个隐喻，即统治者和判官，而鬼则为由其审判或拯救的边缘人。
因而对某个地区而言，神就像是“帝国官员”，是拥有权威的陌生人；祖先是本地乡

党；鬼则是“不速之客”。 不过，王斯福（２００８：６６ － ７３）并不认为“帝国的隐喻”是对帝

国科层结构的一种复制，而是认为地方信仰中的宇宙观与帝国的统治只是共享一种

认知结构，即每个地域性崇拜都自成一个“国家”，并不会随着帝国政府结构的变化

而改变。 由此，地方信仰的超自然观念体系不仅对地方社会秩序起着支撑作用，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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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体系还是自成一体的，并不依赖国家行政力量的干预，也不会随着政权更迭

而解体。
在传统乡村社会，与这套神鬼祖先的超自然观念体系相对应的，就是民间信仰中

关于祭神、祭祖和驱鬼的实践模式，主要体现为以宗祠为象征物的祖先崇拜和以村庙

为象征物的土地神崇拜，即混合宗教中对祖与社的崇拜，分别对应着乡村得以成为共

同体的血缘纽带和地缘纽带。 焦大卫认为，中国人的社会体系与宗教体系之间是

“相互定义”与“相互再生产”的，一边是以父系组织原则所构建的阳间人世，另一边

则是以神鬼祖先所构建的阴间超自然世界（丁仁杰，２０１２：ｘｉｘ － ｉｘｖｉ）。 在此，父系组

织原则实际上就是生发于亲属家庭制度并由儒家所系统化的社会伦理，而民间信仰

所团结和维系的就是建立在这种社会伦理基础上的地方共同体，其维系的方式是基

于血缘的祖先崇拜和基于地缘的土地神崇拜。
因此，在传统乡村内部，教化之治的文化逻辑就是祖先崇拜与血缘伦理、土地神

崇拜与地缘关系的相互建构。 祖先生为人、死为神，既在俗世伦理之中，又可沟通神

明，从而使以孝道为核心的血缘伦理能够跨越逝者的阴间与生者的阳间而得到强化

（Ｗａｔｓｏｎ，１９８８：３ － １９）。 家人和族人的祖先可化为神，但外人的祖先或无人祭祀的祖

先则会成为鬼，为了防止鬼对人的侵害，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来保护这片土地上

的生者，这就是地域保护神———土地神的由来（王斯福，２００８：１１１ － １１７）。 土地神多

种多样，既有被神化的伟人，也有佛道教的神明，但对其进行崇拜的根本意义都是一

致的，那就是划分出基于地缘的共同体边界，然后将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神圣

化与道德化。 在传统乡村，祖先崇拜和土地神崇拜本质上都是既为共同体（家族、社
区）死去的成员寻找一个归宿，也为活着的成员提供一个念亲思友的场所。 人死后

要通过村庙中的土地神将其引入阴间的生活世界，以免成为为祸阳间的孤魂野鬼。
而在有宗祠的地方，还要为死去之人制作牌位，使其灵魂回归列祖列宗之大家庭。 不

仅如此，在忌日、清明、中元、冬至等日子，灵魂还会回到阳间接受后世子孙的祭礼献

食，并与之同餐共饮。 两种崇拜以共通的方式安生慰死，进而以阴阳秩序构建共同体

的内生秩序，祖先崇拜以同源共祖之理达成收宗睦族，土地神崇拜以同生共死之义达

成和亲睦邻。
此外，传统乡村社会的血缘与地缘往往是相互强化的，而且具有延展性和包容

性，从而使共同体具有清晰而又可拓展的时空边界，其对应的亲情伦理和熟人关系就

是这种共同体的社会基础。 祖先崇拜和土地神崇拜可视为对共同体社会基础的一种

文化升华，即通过阴阳秩序的转换，将源于共同生活的关系伦理塑造为一套以自我教

化为基础的内生秩序。 无论是族民固定的祭祖仪式，还是村民共同的祭神仪式，本质

上都是对共同起源和共同归宿的再确认，即一种共同体意识的再生产。
（三）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统一

当然，这种教化之治不可能仅仅通过乡村内部的自治实现，它还需要与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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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中的文化逻辑形成一种一致性，即乡村的阴阳秩序与国家的阴阳秩序是统一的，
国家认可乡村治理的文化逻辑并且将其扩展为一套贯通上下的整体性文化制度，而
这种国家的支持又反过来巩固了乡村的自治，最终形成了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相互

强化的家国一体。
从混合宗教与儒家神道设教的角度来说，这种家国一体是通过以“天”统摄“祖”

和“社”来实现的。 在传统中国，天命崇拜被君王垄断为国家的象征，而祖先崇拜和

社区神崇拜都有着各自的“家—乡—国”之等级性。 祖先崇拜有着家堂（家中祖先神

龛）、祖厝（房支祠堂）、宗祠（宗族祠堂）、太庙（君王宗庙）的等级，“家国同构”的祖

先崇拜也起到了维系传统中国大一统秩序的作用，百姓祭祖以整合家族，诸侯祭祖以

整合封国，天子祭祖以整合天下，这一套以祖先的神圣性来合法化政治权力的教化体

系成就了家与国的持久稳定性（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１０７）。 而在社（土地神）的崇拜中，最小

的是家户之社，然后是乡里之社、县之公社和君主之大社，分别是家庭、村庄、县域和

国家的守护神（沙畹，卢梦雅，２０１５）。 国家对天和社稷神的祭祀在根本上与村庄祭

祀是一致的，只不过仪式的规模和护佑的范围更大一些。 村庙宗祠的祭祀激活和维

系了村庄的社会纽带，而国家的祭祀则使农民意识到家、乡、国在超自然力量面前不

是分离的。 村庄祭祀是集家成乡，国家祭祀是合乡为国，国家是在代表百姓祈求超自

然力量的护佑。
从神灵的诞生与变迁来说，国家通过各种非强制性的手段来控制普通百姓的宗

教生活，即使国家力量巧妙地介入“阴”的宗教秩序，并借助阴阳秩序的互通性来影

响“阳”的社会秩序，从而将国家秩序融入基层秩序，最终实现对地方文化逻辑的塑

造与整合。 具体而言，滨岛敦俊（２００８：７２，８８ － ８９）认为，民间神灵的诞生需要符合

三个要素———生前的义行、死后的显灵和朝廷的敕封，其中，前两个要素说明这一神

灵具备地方性的社会基础，而敕封则说明国家的认可是神灵权威的重要来源。 由于

敕封的数量很少，为了提升神灵的权威，民间一直热衷于伪造朝廷封号。 无论是真实

的还是伪造的国家在场，都是一种国家力量介入民间信仰的体现。 针对像天后这样

真正得到敕封的地方神灵，华琛（２００６：５７ － ９２）总结出了“神灵的标准化”，国家吸纳

地方神灵后会将其树立为一种“允准”神灵，通过强调其正统性来鼓励地方精英参与

到对帝国神谱神灵的信仰中，而地方精英则希望借此展现所在社区的开化、秩序和对

国家的忠诚。 在此过程中，国家并不会深究百姓的信仰内容，因为国家官员相信一个

标准化的神灵符号已经足够起到“教化”的作用，而崇拜的具体活动则交给地方精英

打理。 华琛（２００６：５７ － ９２）认为，中国政府对文化整合的聪明之处在于，国家强加的

是一个结构而不是内容，从而保持了体系的灵活性。 杜赞奇（２００６：９３ － １１４）沿着华

琛的理论提出了“叠写”（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也被译为复刻）的概念，他以关帝崇拜为例，
指出国家对关帝的神化塑造了一种语义链：关帝作为既忠于誓言又忠于既成权势的

武士，既是一个保护国家和社区的守护神，也是民众健康和财富的保证者。 如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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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有不同的含义一样，国家从关帝的丰富意涵中汲取力量，并将符合国家利益的价

值观写在民间意义之上。 地方精英之所以信仰关帝，是因为关帝具有这种既是国家

又是大众守护之神的多重性（杜赞奇，２００６：９３ － １１４）。 总之，国家正是通过敕封、标
准化、叠写等多种方式确保了对民间信仰及价值观的整合，并将其统一在一个相对灵

活和包容的信仰体系中。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地域性的神灵掌管着一方天地的阴阳秩序，人死之后其家属

需到村庙中报丧，然后由庙神转报给由官府负责祭祀的城隍爷，最后由城隍爷决定是

否将逝者的灵魂收留阴间。 如此一来，乡村社会便与官方神灵联系在一起（杜赞奇，
１９９６：１１６）。 此外，对地域性神灵的共同祭祀构成了一个祭祀圈，它与地方共同体的

范围高度重叠，因而也标志着公共生活圈和公共事务圈的边界（林美容，２００８：３７）。
祭祀圈不仅是村民维系血缘—地缘纽带并以此深化人伦情理的主要场所，也为地方

精英（乡绅）提供了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混合宗教的性质使宗教仪式具有代表共同

体的公共性，而乡绅对祭祀活动的主持就赋予了他们领导性的地位；同时，对纳入国

家祀典的神灵开展祭祀和修庙活动，也使乡绅在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上与国家和上

层精英保持一致（杜赞奇，１９９６：１３４）。
可见，在传统中国，国家和地方之间不仅保持互渗关系，而且后者有意把自己塑

造为国家、皇朝和正统的代理人，从而使地方社会不仅在义理上，而且在组织上与更

高一级的社会（或官府）连接起来（郑莉，２０２１）。 因此，正是乡村的宗教活动使其在

文化逻辑上与国家保持了一致，进而将乡村的自我治理与国家的社会治理统一在同

一套宗教—伦理价值观之中。

三、现代乡村的阴阳二分与治理困境

（一）阴阳二分对乡村治理文化逻辑的冲击

自 ２０ 世纪以来，随着帝制的结束，中国社会的神道设教的阴阳秩序开始瓦解。
民国时期，宗教和儒家伦理不再是国家秩序的支持力量，也没有一种符合儒家伦理且

具有超自然合法性的“正统信仰”，新的政权也不再以“敕封”“标准化”“叠写”等方

式建构民间信仰的统一性和公共性。 儒家政权的崩溃使混合宗教无法继续保持

“家”与“国”的一体性，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化国家秩序试图将宗教从经济、社会和

政治生活中剥离出来，建构一个独立的“宗教”范畴，并发展大型的制度化宗教组织，
使宗教能够与现代国家形成顺畅的互动，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和道教组织就是在这一

时期成立的（魏乐博，李生柱，２０１７）。 自近代开始，以五大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
基督教、天主教）为代表的独立宗教成了官方认可的正统宗教，而“民间信仰”连同与

之密切相关的巫筮职业则不被承认。 与传统中国被朝廷打压的“淫祀”不同，民国时

期的民间信仰之所以不被官方认可，并不是因为它反对官方的正统价值观，而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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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深深嵌入基层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不像五大教那样具有较高的

独立性和组织性，从而对基于场所和组织的宗教管理模式构成了挑战。
这种治理逻辑形成了一种新的阴阳秩序，即从“阴阳和合”走向“阴阳二分”，构

建社会秩序的基本逻辑从“混合 ／融合”走向“独立 ／分化”，国家试图将不同的制度与

组织区分开来，使其一一对应不同的范畴，而那些不能被清晰区分的范畴成了需要治

理的对象。 这种“阴阳二分”消解了国家的神圣性，而它在基层的贯彻更是破坏了乡

村自治的文化逻辑，乡村的宗教伦理体系被剥夺了合法性，基于阴阳和合的教化之治

也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张力中趋于瓦解。 同时，这一现象最大的影响在于，国家

治理的建构秩序与乡村自治的内生秩序不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和对立的，国家试图

以一种单向度的现代化世俗秩序取代地方共同体的阴阳秩序。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

尝试以新的文化整合来重构地方秩序，无论是历次反封建、反迷信运动，还是乡村社

会的文明化改造，都旨在以世俗理性革除神圣观念、以公共规范取代伦理道德，从而

将作为生活共同体的乡村社会纳入一个异质化、个体化、流动化的现代社会中。 然

而，这种片面的“现代文明”非但没有帮助乡村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反而瓦解了

乡村的共同体性质，使其陷入原子化、功利化和自我厌弃的道德失序中。 对此，国家

只能以行政逻辑和法律逻辑来加强乡村治理，造成乡村治理陷入传统文化逻辑被破

坏、新的文化逻辑又没有形成的失序困境中。
乡村治理困境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乡村内在的文化逻辑被视为治理的对象而不

是治理的基础。 这可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剖析，分别是乡村文化的认同危机和乡村活

力的合法性矛盾。 其一，认同危机体现为“现代文明”与“乡村文化”的冲突，在“现代

文明”的话语体系中，乡村是没有文化的。 赵旭东（２００７）认为，在现代等于先进、传
统等于落后的二元认知框架里，乡村自身的文明性并不受认可，“婚礼”和“丧礼”变
成了“婚事”和“丧事”，风俗的文化属性被去除了，只留下了事件属性。 从血缘—地

缘纽带中所生发的共同起源想象（祖先与神灵），即过去乡村赖以生存的阴阳秩序

（宗教伦理体系），成为落后愚昧的象征。 这种二元认知导致了乡村社会的自我厌

弃，村民将城市视为精神家园而逃离家乡（王露璐，２０２１）。 考虑到传统中国普遍存

在的城乡往返流动，当前的单向流动绝非经济动机就可以解释，而是隐含着深刻的文

化原因。 也就是说，乡村的凋敝很大程度上源自乡村文化的凋敝，由阴阳和合所维系

的乡村共同体在阴阳二分的现代治理中被破坏，从而导致乡村失去了凝聚力。
其二，尽管乡村自身的文化资源受到限制，但它仍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激

活社会活力的作用。 然而，由于不具备合法性，其遭遇十分坎坷。 例如，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的宗族复兴是村庄在祖先崇拜下重塑认同和团结的体现，但由于和国家主

导的现代文明话语相冲突，同时宗族的地域性影响力被视为对国家基层控制力的挑

战，因而长久以来都得不到制度上的合法性（Ｃｈｅｎ，２０１６），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兴起的

村庙重建也曾被划为需要取缔的“封建迷信”。 陈进国和林敏霞（２０１６：１９５ － ２１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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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双方的“拆建轮回”来形容这种治理困境，政府的拆庙和民间的建庙不仅同时存

在，而且构成了一个官拆民建、民建官拆的循环，从而使民间庙宇的治理成本急剧上

升，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用于沟通阴阳的宗祠和村庙是传统乡村最重要的公共

文化空间之一，也是乡村以文化逻辑达成自治的物质载体之一，但合法性的缺失使乡

村的内在活力难以和乡村的社会治理结合在一起。
（二）重建阴阳和合的尝试：国家吸纳与民间复兴

１. 国家制度的吸纳

在上述背景下，国家亟须重建一套对于“民间信仰”的管理制度。 有三种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为民间信仰在世俗化秩序中争取了一定的合法空间，分别是“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的民间信仰产业化，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名义的民间信仰非遗化，
以及更为直接的民间信仰场所合法化。

具体而言，民间信仰的产业化主要是指民间信仰的场所（如宗祠、村庙等）、仪式

活动、特色道具等被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用于推动旅游、文创、表演等经济活

动。 欧铁木（Ｔｉｍ Ｏａｋｅｓ）和苏堂栋（Ｄｏｎａｌｄ Ｓｕｔｔｏｎ）认为，这其实是将民间信仰置于发

展主义的框架中，民间信仰的文化价值仅仅体现在市场逻辑中，成为一种向外界展演

的文化商品，而它自身对于地方道德秩序的意义则消解在了这种形式化的表演中

（Ｏａｋｅｓ ＆ Ｓｕｔｔｏｎ，２０１０：１ － ２５）。 这种对民间信仰的资源化（范正义，２０２０），将民间信

仰的公共文化意义简化为一种经济资本。 国家一方面积极利用民间信仰满足了经济

发展、文化产业、乡村旅游等世俗需求，但另一方面又对“迷信”避之不及而刻意回避

了宗教的神圣意义（赵春兰，２０１９）。 因此，这种管理方式难以得到民间信仰实践者

的认同，也无法重建民间信仰对乡村秩序的维系作用，充其量只是对民间信仰的一种

工具化挪用，在本质上并不构成对民间信仰本身的制度性吸纳。
而在文化领域本身，将民间信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合法化是将其重新纳

入主流叙事的主要方式（佐藤仁史，２０１８）。 ２００６ 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包含了多项地方上的祭典、信俗和庙会，此后，越来越多的民

间信仰内容被纳入不同等级的非遗名录中。 这是自历史上以祀典体系整合地方信仰

之后，国家又一次在文化体系内认可民间信仰的合法性。 然而，这种非遗化与传统中

国基于神道设教的祀典体系不同，它没有将国家与地方的文化逻辑联结为一个整体，
即创造和共享同一套阴阳秩序，而是仅仅将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地方性和特异性的存

在，即作为一种国家主流叙事的对照物和补充物而存在，反而从内解构了民间信仰的

社会秩序意义（李华伟，２０１９）。 这种解构尤其体现在非遗化对信仰的世俗化之上，
祖先崇拜、鬼神崇拜等宗教内容从民间信仰的“本体”演变为非遗保护的“他者”；抹
去了宗教性的民间信仰不再具有本真性和整体性，也不再具有活态性传承的意义

（张祝平，２０１７）。 可以说，非遗化试图分离民间信仰的“阴”和“阳”，这无异于去除精

神寄托后却试图保留其中的精神，终究难以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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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业化和非遗化相比，民间信仰场所合法化是制度层面对民间信仰更为直接

的吸纳性努力。 它没有将民间信仰包装为一种经济资源或历史文化遗产，而是直接

对民间信仰本身进行合法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

民间信仰事务管理的意见》制定的《浙江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登记编号管理办法》正
式实施，对全省范围内民间信仰点进行全面普查并实施编号管理，把民间信仰事务纳

入各地政府社会事务的依法管理范畴，这实质上是首次为民间信仰赋予了合法存在

资格（赵春兰，２０１９）。 这一制度强调对民间信仰进行村社自养自治的自我管理模

式，从而缓解乡村治理困境中的社会活力与合法性的矛盾，避免拆建轮回等抬高治理

成本、浪费社会资源的现象（陈进国，林敏霞，２０１６：１９５ － ２１５）。 此外，与这一制度同

时进行的“一庙一故事”计划更是正面承认民间信仰场所是乡村重要的文化空间，也
是村庄百姓的精神家园，在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①。 这一制度缓

解了乡村治理困境中的文化认同危机，也保留了民间信仰蕴含的宗教伦理体系。 因

此，民间信仰场所合法化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建立了民间信仰的阴阳和合，也就是混合

宗教与乡村道德共同体的有机联系，从而促进了乡村自治。
然而，民间信仰场所合法化虽然直接给予了民间信仰一定的合法性，但仍然只是

一种有限的吸纳。 首先，这一制度过度关注村庙而忽视了宗祠，但村庙所象征的神灵

崇拜和宗祠所象征的祖先崇拜都是民间信仰体系的组成部分，甚至祖先崇拜的重要

性比神灵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 “神”与“祖”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了传统中国的教化

之治。 民间信仰的管理应将宗祠也纳入进来，为祭祖仪式提供合法性的空间，而不是

将其排斥到灰色的模糊地带，不承认普遍存在的祭祖仪式中的宗教性。 更重要的是，
这一制度实际上是将对独立宗教的管理制度沿用到了混合宗教之上，将信仰的合法

性圈定在场所之内，使其与更大的社会相隔离。 但这一人为的划界并不符合现实，因
为民间信仰的实践者将宗教生活（阴）与社会生活（阳）融合在了一起。 虽然这一制

度并没有剥离民间信仰“阴”的部分，但它将这一部分限定在了特定场域内，因而仍

然是一种阴阳分离的管理方式。 也就是说，这一制度仍然没有意识到民间信仰中的

宗教纽带与乡村共同体的社会纽带深深交织在一起，将它们从“社会”中剥离的过程

就是破坏“道德共同体”的过程。
欧铁木和苏堂栋曾提出，中国“改革时期的一个主题是国家努力调和与消化宗

教活动，并通过行政和法律加以控制和引导并在原则上消融于党和国家的框架内”
（Ｏａｋｅｓ ＆ Ｓｕｔｔｏｎ，２０１０：１４ － １５）。 上文所描绘的三种对民间信仰的合法化方式正符

合这一论述。 尽管国家试图扩大对民间信仰的制度吸纳能力，但它体现的仍是一种

行政和法律的逻辑，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吸纳和“叠写”（梁永佳，２０１３），无法激活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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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对于乡村治理的真正意义，更无法重建国家治理与乡村治理的统一性。
２. 地方社会的复兴

尽管国家制度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只能有限地吸纳民间信仰，难以像神道设教那

样建立国家层面的阴阳和合，但是地方社会自发的民间信仰复兴一直在试图重建地

方共同体内部的阴阳和合，并且随着民间信仰合法性的提升而越来越见成效。 这种

复兴体现为宗祠与村庙的重建、信仰仪式活动的恢复、地方性节庆的回归等等，可视

为地方共同体和地方知识复苏的象征。 面对现代化所造成的乡村既有规范解体、乡
民合作能力削弱等问题，乡村需要从传统的文化逻辑中寻找重建生活秩序的方法，而
民间信仰所代表的阴阳和合一直参与编织着乡村秩序系统，这尤其体现在民间信仰

对乡民精神世界的培育和精神秩序的整合上，即乡民通过祭祖和祭神重塑历史记忆

和共同体认同，以信仰和仪式“促成乡民社会生存意义系统的建立和社会网络的扩

展”（夏当英，宣朝庆，２０１８）。
周越（Ａｄａｍ Ｃｈａｕ）以陕北地区黑龙大王庙的重建为例探讨了民间信仰复兴的社

会文化过程及其影响，他认为民间信仰的核心是沟通阴阳的魔力（灵），或者说神对

崇拜者的奇迹般的回应（灵验），如赐子、赐药、赐雨、赐福等等，而这些人与神之间的

关系和互动其实是由人的社会行为和关系所促成。 民间信仰复兴与地方社会的本土

秩序恢复交织在一起。 例如，围绕村庙的信仰组织代表着乡村的自我组织化，仪式活

动为村民的价值观传承和互助纽带提供了社会基础，村庙的重建意味着地方政府与

地方精英的合作，等等。 周越将民间信仰视为形成“乡土公共领域”的一种地方资

源，地域性崇拜激发了社区意识的觉醒，并促成了一种具有地方自主性的公共性。 在

此，地方精英通过群众的支持而成为国家和社区之间的调解者，黑龙大王庙的负责人

老王就是这种凝聚地方共同体意识的新型地方精英的代表（Ｃｈａｕ，２００６：１ － １９）。 很

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地方精英在民间信仰复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重建庙宇“需要

这样一个人发起，他要有完整的重建计划———需要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能够

赢得村民、捐助人和官员的支持”（Ｇｏｏｓｓａｅｒｔ ＆ Ｐａｌｍｅｒ，２０１１：２５１）。 例如，张维迎描绘

了老家的村主任通过修缮村中的祖师庙和担任庙会的副会长赢得了村民的尊重和选

票，并且这种权威性还为他推行村庄改革铺平了道路①。 陈进国以学者和乡贤的双

重身份参与了庙宇和祖厝的重建，并推动了社区内外的乡贤、乡友参与乡村的慈善、
敬老、游神等公共活动，体现了民间信仰复兴对于社区重建和自我治理的意义②。

实际上，地方精英不仅通过重建庙宇恢复社区的阴阳和合，进而以人神互动促进

人际互动、以庙宇重建促进道德共同体的重建（梁永佳，２０１８）；而且以民间信仰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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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并以此重构国家—社会的关系。 民间信仰长期以来存在着三

方共治的局面，即地方精英、仪式专家、地方官员各自承担庙宇的俗事（社会事务）、
圣（法）事（仪式事务）、政事（政策事务）（康豹，李琼花，２００９）。 在此，地方官员不仅

是国家代理人，也是地方共同体的成员，而民间信仰正是共同体维系自身的基础，因
而，地方官员在重重道义压力下只能与地方精英、民众和仪式专家协商、合作与共谋。
其中，以双名制（如村庙或宗祠同时作为博物馆、纪念馆、老年活动中心、展览馆等）
为代表的民间信仰生存策略就是在这种“变通”中实现的。 高丙中（２００６）以河北范

庄的“龙牌会”为例呈现了这一体现基层社会平衡智慧的文化复兴策略。 龙牌会原

本是一个祭拜当地守护神———“龙牌”的庙会组织，但在获取合法性的过程中，地方

精英将其包装为“龙文化”的一部分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联系在一起，并将“龙文

化博物馆”和“龙牌会”这两块牌子挂在了同一座建筑物之上，从而绕开了宗教管理

规定，直接将其界定为一个受到认可的文化机构。 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不仅默许了

这一事实，而且围绕这一拥有双名的新建筑制定了旅游推广计划，显现了一种灵活而

有创意的政治艺术。 “一座建筑、两个名字”中的一而二或二而一的名实关系，可成

为理解中国社会的文化逻辑的一个着眼点；村民在此并不必然要放弃他们的“迷
信”，而学者和官员仍然抱持“文化”。 近年来，浙江省许多村庄在响应乡风文明建设

时，将许多宗祠以文化礼堂的名义加以重建，也体现了这种双名制的智慧。 对于村民

来说，祠堂的礼堂化改造，一方面使祠堂在新时代有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其封建迷信

的帽子被摘除，祠堂的修复和使用都可以在阳光下进行；另一方面，这一举措也引导

祠堂的孝悌文化向礼堂的公共文化转化，如祠堂中的活动不再排斥妇女与儿童，甚至

不仅仅面向本宗本族，而是扩展到全体村民乃至更广大的民众（Ｃｈｅｎ，２０１６；靳浩辉，
２０１８）。

地方自发的民间信仰复兴不仅重建了地方意义上的阴阳和合，而且以新的方式

重建了地方信仰和国家政治、传统宗教和现代社会的阴阳联系。 就前者而言，村庙和

宗祠的复兴其实就是乡村共同体记忆的重塑。 祖先崇拜依靠家族叙述、祭献仪式和

续修家谱，激发了人们对逝者的记忆以及基于此的身份与义务，宗族成员得以将当下

的生活与悠远的历史联系起来，为自身的一言一行增添历史感和神圣感；而与地方守

护神有关的龙舟赛、庙会和社戏则使村民的身份认同变得高度情感化（景军，２０１３：
２１；焦长权等，２０１５）。 也就是说，村庄的团结纽带蕴含在民间信仰所承载的阴阳和

合中，祖先和神灵所激活的正是“村庄何以可能”的精神基础。 村民由此将自身的生

活意义链接到共同体的道德情感之中，从而构建一套不同于行政和法律等外在力量

的内生性生活秩序，实现了国家通过正式制度所没有达成的一种文化整合。

四、结论与讨论

从阴阳秩序的角度来看，在传统中国，地方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神道设教。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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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阴阳和合的教化之治。 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的内在一致性塑造了一种以儒家伦

理和混合宗教为支撑的自治秩序。 与此同时，这种阴阳和合还体现在国家层面：帝国

通过敕封、标准化和叠写等手段实现国家治理和乡村自治在文化逻辑上的统一。
而在现代中国，现代化的冲击造成了阴阳二分，混合宗教随着儒家政权的崩溃而

从宗教结构的主导地位退居次要地位，国家力量不再通过神道设教吸纳民间信仰，而
是在制度上谋求将宗教范畴独立出来，进而以制度分化的逻辑治理地方社会。 在此

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文化逻辑难以展开。 为此，国家尝试以产业化、非遗化和场所合

法化等方式重新在制度上吸纳民间信仰；但这种吸纳仍然贯彻着不同程度的阴阳二

分，无法发挥民间信仰对于乡村治理的促进功能。 有意思的是，地方社会自发的民间

信仰复兴有效地激活了乡村治理的文化逻辑，通过庙宇重建在乡村共同体内部重建

了以人神关系促成社会团结的阴阳和合；同时，地方精英还通过与国家的互动，以双

名制等方式重塑了民间信仰的文化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间信仰的现代适应。
可以说，以神道设教治理天下的本质在于将政治制度以文化的方式进行运转，从

而“润物细无声”地教化人心。 在政治与文化的交融中，具有超越性的道德秩序理想

与公序良俗的社会秩序实践相契合并形成一种共有的价值观；同时，高度开放的教化

体系透过正统儒学的下沉与普遍的民间祭祀崇拜活动相结合，以实现天人互动、明礼

易俗（范丽珠，陈纳，２０２１）。 在此，神道设教的原则整合了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社会共同体与生活共同体，将人们的多种纽带统一在一起并加以强化。 这一过程以

人为中心而非以神为中心，因为这里的神道是以祖先崇拜和土地神崇拜为代表的混

合宗教，其宗教价值观与伦理本位的中国世俗价值观是一致的，即这种神道的背后是

顺应人道。 因此，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需要从以神为本的神权社会走向以人为本的

世俗社会不同，中国以民间信仰为核心的传统宗教本来就一直是以人为本的宗教；中
国社会的现代化并不需要将民间信仰视为必须革除的对象。

当然，在现代化的国家秩序中，复原神道设教的阴阳和合是不现实的；但在乡村

社会秩序层面，经由民间信仰来重塑地方共同体的活力和秩序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

意义。 祖先和神灵构建了一种信仰共同体，为成员之间的社会纽带赋予精神价值和

文化意义，同时为一部分精英成员的权威来源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进而维系着地方共

同体的身份认同意识和社区凝聚力①。 由此可见，民间信仰在乡村社会仍然发挥着

重要的社会文化治理功能，民间信仰活动实践和仪式文化表达是社区文化秩序再生

产的重要机制，有利于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乡村治理（魏程琳，２０１３）。 当前，乡村治

理政策强调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更是强调“以德治滋养法治、涵养自治，让德治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而本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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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乡村治理的文化逻辑正是德治的体现；德治就是教化之治在现代背景下的延

续。 乡村治理不应在个体化的浪潮下以基于理性计算的利益权衡为基础，而应以信

仰和伦理中蕴含的道德情感为根本出发点，以自身修养和互以对方为重的价值观为

落脚点，进而内修己心、外治其身、以文化人、推己及人，达成以德为规、以规立德的内

生秩序与外在制度相和合的善治局面。
我们以为，在讨论乡村治理时，不必将传统文化中的信仰和伦理视为负担，而应

将其作为实现乡村善治的文化资源，在此基础上激活乡村社会自我整合的内生秩序，
使现代治理的行政和法律逻辑与传统教化的文化逻辑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成国家治

理与乡村治理的统一性。

［参考文献］

滨岛敦俊，２００８． 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 朱海滨，译． 厦门大学出版社

陈进国，２０１８． 中国民间信仰如何走向善治．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３）：１１５ － １２０
陈进国，林敏霞，２０１６． 如何走向“善治”：浙江省民间信仰“社会治理”转型的反思 ／ ／ 邱永辉，主

编． 中国宗教报告（２０１５）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丁仁杰，２０１２． 译者导言 ／ ／ 焦大卫，编． 神·鬼·祖先：一个台湾乡村的民间信仰． 丁仁杰，译．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公司

杜赞奇，１９９６． 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 年的华北农村． 王福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杜赞奇，２００６． 刻划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 ／ ／ 韦思谛． 中国大众宗教． 陈仲丹，译． 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

范丽珠，陈纳，２０２１． 论政治伦理与信仰教化的耦合关系———中华本土宗教的社会学理论建构

之刍议．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５）：５４ － ６３
范正义，２０２０． 世俗价值与信仰本真：民间信仰宫庙的新转型———惠安小岞霞霖宫个案研究．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１５ － ２４
高丙中，２００６． 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 社会学研究

（１）：１５４ － １６８
贺雪峰，仝志辉，２００２．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３）：

１２４ － １３４
华琛， ２００６． 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９６０—１９６０ 年） ／ ／ 韦思谛．

中国大众宗教． 陈仲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焦长权，周飞舟，王绍琛，等，２０１５． 祠堂与祖厝：“晋江精神”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 东南学术

（２）：２１ － ２７
靳浩辉， ２０１８． 农村社会治理视阈下祠堂文化与公共文化的互嵌与重构———以浙江省农村文

化礼堂为例． 理论月刊（７）：１６１ － １６７
景怀斌，张善若，２０２１． “德命”与“牧领”的治理向度：与福柯理论的对话． 开放时代（２）：１０３ －１１９
景军，２０１３． 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 吴飞，译．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康豹，李琼花，２００９． 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社区宗教传统的主要动态． 文史哲（１）：５８ － ７４
李华伟，２０１９． 正祀与民间信仰的“非遗”化：对民间信仰两种文化整合战略的比较． 中央民族

·８０１·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 年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４３ － ５０
梁永佳，２０１３． “叠写”的限度———一个大理节庆的地方意义与非遗化． 宗教人类学（年刊）：

１２７ － １４３
梁永佳，２０１８． 庙宇重建与共同体道德———以大理 Ｚ 村空间差异为例． 社会学研究（３）：９２ －１１４
林美容，２００８． 祭祀圈与地方社会． 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卢云峰，２０１９． 论“混合宗教”与“独立宗教”———兼论《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之经典性． 社会学

研究（２）：７５ － ９５
卢云峰，吴越，２０１８． 略论瓦哈对杨庆堃之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影响．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６）：１３１ － １４１
沙畹，卢梦雅，２０１５． 古代中国社神． 国际汉学（２）：５２ － ６９
王露璐，２０２１．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 中国社会科学（１２）：８９ － １０９
王斯福，２００８．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赵旭东，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王斯福，２０１４． 台湾的家庭和公共祭拜 ／ ／ 武雅士，主编．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 彭泽安，邵
铁峰，译． 郭潇威，校．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魏程琳，２０１３． “祖荫”与“神佑”：村落社会的文化与秩序———赣南客家民间信仰的实践． 世界

宗教文化（６）：１０２ － １０８
魏乐博，李生柱，２０１７． 全球宗教变迁与中国两个社区的民众———江苏和台湾的比较研究． 民

俗研究（５）：３４ － ４３
夏当英，宣朝庆，２０１８． 乡村生活秩序重构中的传统文化复兴———以皖南 Ｈ 镇为例． 河北学刊

（４）：１７５ － １８１
张祝平，２０１７． 本体与他者：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非遗化”反思．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６）：７５ － ８３
赵春兰，２０１９． 内生性秩序力及其现代变迁———基于浙北水村社会秩序的田野研究． 博士学位

论文． 上海：复旦大学

赵旭东，２００７． 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身份界定的政治学———乡村文化复兴的二律背反． 社会科学

（１）：５４ － ６２
郑莉， ２０２１． 传统中国宗教的伦理特征及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形塑———从韦伯与杨庆堃关于

中国宗教的论述谈起． 江海学刊（１）：６７ － ７５
佐藤仁史，２０１８． “迷信”与非遗之间：关于江南的民间信仰与农村妇女的一些思考． 民俗研究

（１）：４２ － ５０
Ｃｈａｕ，Ａｄａｍ Ｙｕｅｔ，２００６． Ｍｉｒａｃｕｌｏｕ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Ｄｏ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ｄ⁃

ｗｏｏｄ Ｃｉｔｙ：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ｅｎ，Ｎｉｎｇｎｉｎｇ，２０１６．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ｔｅｍ⁃

ｐｌ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１４１ －１５２
Ｇｏｏｓｓａｅｒｔ， Ｖｉｎｃｅｎｔ，Ｄａｖｉｄ Ａ． Ｐａｌｍｅｒ，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Ｏａｋｅｓ， Ｔｉｍ，Ｄｏｎａｌｄ Ｓ． Ｓｕｔｔｏｎ， ２０１０． Ｆａｉｔｈｓ ｏｎ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Ｓａｎｇｒｅｎ，Ｐ． Ｓｔｅｖｅｎ，１９８７．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ｄｗｏｏｄ Ｃｉｔｙ：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９０１·第 ３ 期　 　 　 　 　 　 卢云峰等： 乡村治理的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阴阳秩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ａｎｇｒｅｎ，Ｐ． Ｓｔｅｖｅｎ，２００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ｓ：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ＮＪ：Ｔｈｅ Ａｔｈｌｏｎｅ Ｐｒｅｓｓ
Ｗａｔｓｏｎ，Ｊａｍｅｓ Ｌ． ，１９８８．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ｕｎｅｒａｒｙ ｒｉｔｅ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ｏｒｍｓ， ｒｉｔｕ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 Ｊａｍｅｓ Ｌ． Ｗａｔｓｏｎ，Ｅｖｅｌｙｎ Ｓａｋａｋｉｄａ Ｒａｗｓｋｉ（ｅｄｓ） ． Ｄｅａｔｈ Ｒｉｔｕａｌ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
ｐ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Ｗｏｌｆ，Ａｒｔｈｕｒ Ｐ． ，１９７４． Ｇｏｄｓ，ｇｈ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 ／ Ａｒｔｈｕｒ Ｐ． Ｗｏｌｆ（ｅｄ）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Ｙａｎｇ，Ｃｈｉｎｇ⁃ｋｕｎ， １９５７．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
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ｅｄ）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Ｙａｎｇ，Ｃｈｉｎｇ⁃Ｋｕｎ，１９６１．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ｌｉ⁃
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Ｏｒｄ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Ｕ Ｙｕｎｆｅｎｇ　 ＷＵ Ｙｕ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ｂ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ｇｕ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 ｓｉｄ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ｄｓ （Ｓｈｅｎ Ｄａｏ Ｓｈｅ Ｊｉａｏ） ｏｎ ｔｈｅ Ｙｉｎ 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ｎｏｒ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ｎ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Ｙｉｎ⁃Ｙａｎｇ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ｉｚ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ｓ Ｓｈｅｎ Ｄａｏ Ｓｈｅ Ｊｉａｏ ｃｏｍｅ ｔｏ ａｎ ｅ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ｉｎ⁃Ｙａｎｇ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ｔｏ ｔｈｅ Ｙｉｎ⁃Ｙａｎｇ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ｒｕ⁃
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ａｂｓｏｒｂ ｔｈｅ ｆｏｌｋ ｂｅｌｉｅｆ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ｍｅａｎ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ｔ ｉｎｔｏ ａｎ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ｉｔ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ｆｏｌｋ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ｄｓ （Ｓｈｅｎ Ｄａｏ Ｓｈｅ Ｊｉａｏ）； Ｆｏｌｋ ｂｅｌｉｅ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ｏｒ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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